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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段汉字识别和听写的发展轨迹： 
语素意识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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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字识别和听写是字词水平上两项重要的读写技能。对 127 名一年级儿童进行了两年 4 个时间点的追踪

调查, 通过测查儿童的一般认知能力、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和语素意识(包括同音语素意识、复合语素意识), 探

讨影响儿童汉字识别和听写发展的因素。利用潜变量增长模型, 结果发现：(1)汉字识别呈线性发展趋势, 听写呈

先快后慢的非线性发展趋势, 二者均存在补偿效应; (2)语素意识显著预测了汉字识别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 但

语素意识对听写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均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入学初始的汉字识别和听写

水平并不决定后期的发展速度; 语素意识对儿童汉字识别和听写发展的作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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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中识字和写字是两项基本

任务, 汉字的正确读写是儿童阅读和写作的基础。

小学低年级段是儿童识字和写字的重要时期, 识字

如汉字识别是输入过程 , 写字如听写是输出过程 , 
二者有着不同的加工过程(Verhoeven & Carlisle, 2006)。 

已有研究认为在阅读中存在马太效应(Bast & 
Reitsma, 1998; Stanovich, 1986), 即起始水平高的

学生后期的发展速度也快。因此很多学前教育机构

有意识地教授儿童识字、写字, 秉承着“不让儿童输

在起跑线上”的观点, 存在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倾向

(孙淼鑫, 2018), 这一现状充分体现了马太效应在

实践中的影响。同时, 英语、瑞典语和德语的实证

研究也发现阅读能力起始水平高的儿童, 其后期发

展速度更快 , 阅读成绩的差异随时间发展而增大 , 
出现了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Carreker et al., 2007; 

Kempe, Eriksson-Gustavsson, & Samuelsson, 2011; 
Pfost, Dörfler, & Artelt, 2012)。然而, 另一种观点认

为阅读中存在补偿效应(Walczyk & Griffith-Ross, 
2007), 即起始水平低的学生后期发展速度更快。英

语研究(Rasinski, 2017)发现起始水平低的儿童通过

教育、教学的引导和练习, 后期阅读能力(如解码、

阅读流畅等)的发展速度更快。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刻画了儿童发展的不同轨迹, 那么汉语儿童汉字识

别和听写的发展究竟是哪一种效应, 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澄清有助于全面掌握儿童

的读写现状, 为实践教学提供数据支持。 
尽 管 字 词 识 别 和 听 写 有 着 不 同 的 加 工 过 程

(Verhoeven & Carlisle, 2006), 但二者均存在语素分

解。语素分解理论(Verhoeven & Perfetti, 2003)认为

在心理词典中存在语素的表征, 字词的识别和提取

过程中存在对组成字词的最小语义单元——语素

的分解加工, 语素分解有助于提高字词识别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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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发展。字词识别是根据字形提取语音和语义

(Ehri, 2000), 阅读者分解字词中的语素, 进而感知

字词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 语义越透明语素分解

效果越好(Verhoeven & Perfetti, 2011)。听写是由语

音、语义刺激提取字形的过程(张大成, 张厚粲, 周

晓林, 舒华, 1999)。Venezky (1999)指出听写结合了

声音和意义, 是一个由声音到意义的理解过程, 这

一加工过程聚焦于语义或者是和词根、派生语素有

关的意义部分。听写中语素及语素结构的分解加工

(Verhoeven & Perfetti, 2003)促进了正确字形的输

出。由上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字词识别还是听写, 均

显示语素在字词加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另外, 汉语特点也决定了语义在汉字加工中的

重要性。首先, 汉语是表意文字, 遵循据义构形的

构字原则。汉字由象形字起源, 表征语义而不是语

音, 汉字字形结构与汉字所表达的意义密切相关。

其次, 汉语是语素音节(morphosyllabic)语言, 汉语

的语素和音节是对应关系, 通常一个音节对应一个

语素。由于汉语一音节一语素的特点, 为了表达更

多的事物和意义, 语素与语素之间就通过一定的规

则组合成复合词, 复合词在汉语中是主要的词的形

式。语素是最小的语义单元, 对语素的感知和操作

以及运用语素组合规则去理解复杂语素字词的能

力即语素意识(Carlisle, 2010), 是如何影响汉字识

别和听写发展的还尚不清楚。 
无论拼音文字(Apel & Lawrence, 2011; Deacon, 

Wade-Woolley, & Kirby, 2007; Roman, Kirby, Parrila, 
Wade-Woolley, & Deacon, 2009)还是汉语研究(Wu 
et al., 2009; McBride-Chang, Shu, Zhou, Wat, & Wagner, 
2003; Shu, McBride-Chang, Wu, & Liu, 2006)均发

现语素意识对某个时间点上的字词识别具有重要

影响作用, 支持了语素分解理论(Verhoeven & Perfetti, 
2003)。例如, Apel 和 Lawrence (2011)调查了一年级

英语儿童, 发现语素意识预测了阅读正常儿童的字

词识别能力; Shu 等人(2006)研究也表明语素意识

是汉语儿童字词识别的强有力的预测因子, 预测的

路径系数高达 0.51。然而这些研究更多地是探讨共

时性历程中或前后时间点变量之间的预测作用, 较

少探讨对变量发展轨迹的预测。有研究者(McMaster, 
Fuchs, Fuchs, & Compton, 2005)认为对儿童语言能

力的评估不仅依据某个时间点上的水平, 而且还要

考虑儿童的发展速度, 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轨迹的

动态考察比水平的静态考察更具有实践意义。小学

低段是儿童字词学习的重要时期 , 研究(董琼 , 李

虹, 伍新春, 饶夏溦, 朱瑾, 2014)表明, 汉语儿童

从学前开始汉字识别能力随年龄发展有明显的提

升。最近, 对 177 名一年级汉语儿童每隔半年进行

一次共 3 次测试的追踪研究(回懿 等, 2018)发现复

合语素意识显著预测了汉字识别的起始水平, 但并

没显著预测后期的发展速度。 
语素意识不仅影响汉字识别, 而且对听写也具

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大量的拼音文字研究发现语素

意识和听写关系密切(Good, Lance, & Rainey, 2015; 
Green et al., 2003; Kemp, 2006; Nagy, Berninger, 
Abbott, Vaughan, & Vermeulen, 2003)。例如, Apel, 
Wilson-Fowler, Brimo 和 Perrin (2012)的横断研究

考察了美国 88 名一年级儿童, 结果发现语素意识

显著预测了语音障碍儿童和正常儿童的听写测验

成绩。对加拿大 115 名英语儿童的追踪研究(Deacon, 
Kirby, & Casselman-Bell, 2009)显示在控制了 IQ、

快速命名、短时记忆和语音意识后, 语素意识预测

了两年后的拼写成绩。Pittas 和 Nunes (2014)利用横

断和追踪相结合的方法对希腊儿童进行了测量, 发

现在控制 IQ 和语音意识后一年级的语素意识没有

预测一年级的听写成绩, 但在追踪中一年级的语素

意识预测了 8 个月后的听写。此外, 汉语听写的横

断研究(李利平, 伍新春, 熊翠燕, 程亚华, 阮氏芳, 
2016)显示在整个小学阶段语素意识均对儿童听写

有显著影响, 控制了一般认知能力、口语词汇、语

音意识、正字法意识和快速命名后, 语素意识分别

解释了低、中、高年级段听写的 15%、7%、3%的

变异。已有对汉语听写的研究(李利平等, 2016; 宁

宁等, 2017; Tong, McBride-Chang, Shu, & Wong, 
2009)多为水平分析 , 无论是李利平等人的整个小

学阶段的横断研究、宁宁等人的听写困难儿童的实

验研究, 还是 Tong 等人的错误分析, 均探讨了在

某个时间点或某一水平上儿童的听写能力。上述拼

音文字研究和汉语研究均探讨的是语素意识对听

写发展水平的影响, 较少考察对听写发展速度的预测。 
综上, 研究表明了语素意识对某个时间点的汉

字识别和听写的影响作用, 但语素意识对二者发展

轨迹的预测比对共时性的预测更具有实践意义。因

此本研究欲探讨两个问题：第一, 汉字识别和听写

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 第二, 语素意识对汉字识别

和听写二者发展轨迹的影响作用是什么。鉴于拼音

文字的实证研究结果(Carreker et al., 2007; Kempe 
et al., 2011; Pfost et al., 2012),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

设 1：汉字识别和听写的发展呈现马太效应;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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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素分解理论中语素分解促进读写能力的发

展(Verhoeven & Perfetti, 2003)及语素意识对汉语

儿童读写发展的重要性(李利平 等, 2016; McBride- 
Chang et al, 2003; Tong et al, 2009), 本研究提出假

设 2：语素意识影响汉字识别和听写的发展轨迹。

此外, 已有研究(Apel & Lawrence, 2011; 李虹, 饶

夏溦, 董琼, 朱瑾, 伍新春, 2011; Shu et al., 2006; 
Tong et al., 2009)认为一般认知能力、语音意识、正

字法意识影响儿童的读写, 因此三者在本研究中作

为控制变量进行操作。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取样的方式, 选择山西省临汾市两所

小学一年级共 149 人作为追踪对象, 男生 80 人, 女

生 69 人。有 22 名学生流失, 流失率约 15%, 因此

将最后一次的 127 人作为最终研究对象。统计分析

显示, 流失的被试和最终保留的被试在年龄[t(147) = 
−0.49, p = 0.63]、一般认知能力[t(147) = 0.52, p = 
0.61]、性别[χ2(1) = 0.02, p = 0.88]上没有显著差异。

根据语文教师的反馈, 此样本里没有语言障碍者或

阅读困难的学生。 
两所学校均以普通话作为授课语言。在一年级

入学初, 两所学校的儿童均集中学习两个月的拼音, 
以便辅助后期的汉字学习。两个学校的课堂教学方

法较为传统, 在教授汉字时均为教师一笔一划在黑

板上书写学生模仿进行, 然后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

进行汉字笔画分析、练习书写以便掌握汉字。 
2.2  测验工具 
2.2.1  语素意识 

同音语素意识 
考察儿童对汉语一音多字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采用已有的产生式任务测验(李虹 等, 2011)。口头

呈现一个目标词, 例如请用月亮的“月”组词, 儿童

的反应可能是“月光、月球”, 以保证学生知道是哪

个 “yuè”字 ; 接 下 来 问 儿 童 还 有 没 有 其 他 字 也 读

“yuè”, 儿童的反应可能是“音乐”、“阅读”, 产生的

多音字越多越好。共 2 个练习和 12 个题目, 儿童正

确产生一个多音字计 1 分, 本测验为个别施测。测

验的 α 系数为 0.90。 
复合语素意识 
采用已有测验(Li & Wu, 2015), 考察儿童对汉

语复合词中语素及语素关系的认识和操作能力, 共

有 8 个练习和 20 个题目。题目分为两组：第一组

问题的答案由两个语素组成, 共 12 个题目, 答案为

3 级评分 2、1、0; 第二组问题的答案由 3 个语素组

成, 共 8 个题目, 答案为 4 级评分 3、2、1、0。例

如：形状像耳朵的果子叫什么呢? (2 分：耳果; 1 分：

耳朵果; 0 分：使用了无关语素, 与整句意思的相关

性不高)。此测验采用个别施测。该测验的 α 系数

为 0.88。 
2.2.2  汉字识别 

汉 字 识 别 采 用 已 有 测 验 (Li, Shu, McBride- 
Chang, Liu, & Peng, 2012), 共 150 个汉字, 按照难

度依次增加的顺序排列。每 15 个汉字一组, 共 10
组, 在 A4 纸上呈现出来, 请学生按从左到右、从上

到下的顺序阅读, 连续 10 个错误或不会即停止。每

读正确一个计 1 分, 最高 150 分。本测验为个别施

测。已有研究(Li et al., 2012)报告 α 系数为 0.99, 是

一项信度较好的测验。 
2.2.3  听写 

要求学生听写双字词中的某一个字, 例如：请

写出中国的“中”。当学生不会写时就在答题纸上画

圈。共 1 个练习和 24 个项目, 儿童正确听写一个计

1 分, 共 24 分, 集体施测。4 次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别为 0.75、0.70、0.74、0.69。 
2.2.4  一般认知能力 

采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张厚粲, 王晓平, 1989)
对儿童的非言语智力进行测查。该测验包含 60 个

项目, 正确判断一个计 1 分, 共 60 分。每个项目包

括 1 个目标图和多个选项, 请儿童在选项中选择合

适的一项使得目标图完整。集体施测, 测验的 α 系

数为 0.93。 
2.2.5  语音意识 

采用已有研究(Shu et al., 2006)中的音位删除

任务, 考察儿童对声母、韵母等语音单位的认识和

操作能力。题目分为 3 组：删除音节前面的发音、

中间的发音、后面的发音, 各 4 个题目。例如：叉

(chā), 不说开头的“ch”, 还剩什么？答案是“ā”。共

6 个练习和 12 个题目, 儿童正确回答一个计 1 分, 
共 12 分, 个别施测。测验的 α 系数为 0.70。 
2.2.6  正字法意识 

本测验采用已有测验(Li & Wu, 2015), 主要考

察儿童对汉字结构的认识, 测验由 4 种构字方式组

成：位置错误、部件错误、笔画乱写、假字。4 种

构字方式的项目数分别是：15、15、15、45, 共 90
个项目。位置错误指组成目标字的部件是正确的, 
但是部件的位置不正确, 如“ ”; 部件错误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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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字的部件本身在真实的汉字中是不存在的, 如

“ ”; 笔画乱写指目标字是由杂乱无章的笔画组成, 
如“ ”; 假字指组成目标字的部件正确, 部件所在

的位置也正确, 但是组成的目标字在汉语中不存在, 
如“ ”。要求学生把自己认为是真字的目标字下面

打“√”, 不是真字的下面打“×”。由于假字符合正

字法规则, 因此本研究中假字作为填充材料, 其得

分不计在正字法意识得分之内, 正字法意识测验的

最后得分仅包括位置错误、部件错误、笔画乱写三

项, 儿童正确判断一项得 1 分, 共 45 分, 集体施

测。该测验的 α 系数为 0.79。 
2.3  研究程序 

第一次测验在一年级儿童秋季入学的两个月

后进行, 之后每隔半年追踪一次, 共追踪 4 次。听

写、一般认知能力和正字法意识为集体施测, 其余

为个别施测。个别施测过程是主试口头询问儿童, 
儿童口头作答, 主试记录下儿童的反应。主试为经

过严格培训的某师范院校的教育学或心理学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为了确保施测过程的标准化, 在主

试培训过程中询问方式、计分方式及如何与儿童顺

利交流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并模拟训练。 
2.4  数据分析 

采用 Mplus 软件分别对 4 个时间点的汉字识别

和听写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odel)
进行分析, 潜变量增长模型的主要长处是利用一个

发展的模型来精确地对增长进行建模。127 名被试

的数据缺失程度低, 其中有 5 名被试在一般认知能

力测验上有缺失, 相关分析中采用了对删法的处理

方式, 有条件的潜变量增长模型中使用了极大似然

估计法处理。 
首先, 考察汉字识别或听写的无条件潜变量增

长模型, 并且同时考察起始水平是否和发展速度有

关。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需要估计模型的截距和

斜率两个参数(刘红云, 张雷, 2005)。以汉字识别为

例, 第一层水平模型的方程为汉字识别 Rit = αi + 
βiλt + εit, 其中汉字识别 Rit 为被试 i 在时间 t 的观测

分数, αi 为被试 i 的截距(起始水平), βi 为被试 i 的斜

率(发展速度), λt 为时间分数, εit 为被试 i 在时间 t 上

的残差。第二层水平的模型中, 将截距和斜率视为

因变量, 方程为 αi = μα + ξαi; βi = μβ + ξβi。其中 μα

为截距的均值, μβ 为斜率的均值, ξαi 和 ξβi 分别为被

试 i 截距和斜率的残差。图 1 是线性发展的无条件

潜变量增长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分两步进行, 第一

步进行线性模型的拟合, 如果线性发展的理论模型

不拟合, 则第二步尝试让模型自由估计发展轨迹。

在自由估计时, 第一、二时间点斜率的载荷分别为

“0”和“1”, 第三、四时间点斜率的载荷为自由估计

(刘红云, 张雷, 2005; Meredith & Tisak, 1990; 王孟

成, 毕向阳, 2018)。 
其次, 通过对无条件模型的第二个水平纳入一

般认知能力、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同音语素意

识和复合语素意识, 这 5 个变量均为第一时间点时

测得, 建构有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一般认知能力、

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三者作为控制变量, 同音语

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作为预测变量, 来考察语素

意识是否是造成汉字识别或听写的起始水平和发

展速度出现个体差异的原因。在有条件潜变量增长

模型中, 各预测变量之间两两相关。图 2 为汉字识

别或听写的有条件潜变量增长的理论模型。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 1 显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随着时间的发

展变化 , 儿童的汉字识别和听写均有了显著的发

展。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汉字识别 F(3,378) = 748.12, 
p < 0.001, 偏 η2 = 0.86, 听写 F(3,378) = 1854.08, p < 
0.001, 偏 η2 = 0.94, 二者的时间主效应显著。 

 

 
 

图 1  无条件潜变量增长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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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有条件潜变量增长的理论模型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M ± SD 

1 一般认知能力 T1             28.06 ± 9.18

2 语音意识 T1 0.17*            6.79 ± 3.81

3 正字法意识 T1 0.31** 0.11           25.80 ± 8.74

4 同音语素意识 T1 0.02 0.12 0.02          6.79 ± 3.81

5 复合语素意识 T1 0.23** 0.14 0.12 0.33**         9.57 ± 8.97

6 汉字识别 T1 0.26** 0.11 0.45*** 0.12 0.30**        25.99 ± 22.45

7 汉字识别 T2 0.30** 0.18* 0.37*** 0.20* 0.30** 0.88***       43.90 ± 23.87

8 汉字识别 T3 0.22* 0.20* 0.28** 0.24** 0.29** 0.79*** 0.87***      60.63 ± 23.39

9 汉字识别 T4 0.28** 0.18* 0.29** 0.27** 0.31** 0.73*** 0.82*** 0.92***     78.16 ± 22.31

10 听写 T1 0.07 0.23** 0.02 0.04 0.06 0.32*** 0.32*** 0.25** 0.25**    6.10 ± 2.41

11 听写 T2 0.14 0.15 0.11 0.09 0.13 0.24** 0.29*** 0.31*** 0.36*** 0.26**   14.31 ± 1.37

12 听写 T3 0.05 0.18* 0.15 0.22* 0.18* 0.36*** 0.41*** 0.47*** 0.44*** 0.32** 0.33**  17.00 ± 1.78

13 听写 T4 0.06 0.22* 0.06 0.05 0.02 0.23** 0.25** 0.30** 0.22* 0.25** 0.29** 0.24** 20.65 ± 1.88

注：T1 第一时间点; T2 第二时间点; T3 第三时间点; T4 第四时间点; *** p<0.001; ** p<0.01; * p <0.05。 
  
3.2  汉字识别和听写的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 

表 2 呈现了汉字识别和听写的无条件潜变量增

长模型的分析结果。经检验, 汉字识别在 4 个时间

点上斜率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2、3, 呈线性

增长趋势, 模型拟合指数良好, 分别为：χ2(df = 5) = 
9.95, p = 0.08, CFI = 0.99, TLI = 0.99, RMSEA = 
0.08 (90% CI = 0.00~0.16), SRMR = 0.05。汉字识别

的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中, 截距和斜率的平均数

均达到了统计显著, 分别为 26.02, p < 0.001; 17.51, 
p < 0.001, 说明儿童汉字识别的起始水平和增长速

度都显著大于 0, 儿童在入学初已经掌握了一定量

的汉字, 并且后期儿童的汉字识别有了较大发展。

此外, 截距和斜率的方差也达到统计显著, 分别为

488.91, p < 0.001; 26.76, p < 0.001, 说明汉字识别

在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上均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

汉字识别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二者相关系数为

−0.33 (p < 0.001), 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说明起始水

平 越 低 的 儿 童 后 期 的 发 展 速 度 越 快 ,  汉 字 识 
别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呈现补偿效应。 

经检验, 在 4 个时间点上听写的线性模型不正

定, 表明听写的数据不拟合线性发展趋势, 因此尝

试不定义曲线类型的潜变量增长模型(刘红云, 张 
 

表 2  汉字识别和听写的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析结果 

截距 斜率 水平和增长率的协方差
变量 

平均数(标准误) 方差(标准误) 平均数(标准误) 方差(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汉字识别 26.02***(1.87) 488.91***(62.94) 17.51***(0.47) 26.76***(3.73) −0.33*** 

听写 6.10***(0.20) 2.16(1.66) 8.21*** (0.20) 0.26(0.78) −0.89** 

注：*** p < 0.0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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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2005; Meredith & Tisak, 1990; 王孟成, 毕向阳, 
2018)。对听写发展模型中斜率的第三、四条路径

进行自由估计, 得出斜率的 4 个路径系数分别为：

0、1、1.33、1.77, 呈现非线性的发展趋势, 这时模

型拟合指数不理想。根据修正指数和变量间的相关

关系, 在模型中使得第一次和第二次听写相关, 第

二次和第三次听写相关 , 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指数

为：χ2(df = 1) = 0.27, p = 0.60, CFI = 0.98, TLI = 0.99, 
RMSEA = 0.01 (90% CI = 0.00~0.17), SRMR = 0.02, 
此模型定为最终模型。听写的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

型中, 截距和斜率的平均数均达到了统计显著, 分

别为 6.10, p < 0.001; 8.21, p < 0.001, 说明儿童听写

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都显著不等于 0, 儿童在入

学初已经会写一些汉字 , 且随后的听写有显著发

展。此外 , 截距和斜率的方差没有达到统计显著 , 
分别是 2.16, p = 0.19; 0.26, p = 0.74, 说明儿童在听

写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上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

异 。 听 写 起 始 水 平 和 发 展 速 度 二 者 相 关 系 数 为

−0.89, p = 0.002, 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表明儿童听

写的起始水平越低后期的发展速度越快, 起始水平

和发展速度呈现补偿效应。 
3.3  语素意识对汉字识别和听写发展的预测作用 

汉字识别的有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拟合较好, 
χ2(df = 15) = 26.94, p = 0.03, CFI = 0.98, TLI = 0.97, 
RMSEA = 0.07 (90% CI = 0.02~0.12), SRMR = 
0.03。表 3 呈现了各预测变量对汉字识别起始水平

和发展速度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 第一时间点的

同音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显著预测了汉字识

别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 
听写的有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拟合较好, χ2(df = 

13) = 13.92, p = 0.38, CFI = 0.98, TLI = 0.96, 
RMSEA = 0.02 (90% CI = 0.00~0.09), SRMR = 
0.05。从表 3 可以看出, 第一时间点的同音语素意

识和复合语素意识没有显著预测听写的起始水平

和发展速度。 

4  讨论 
4.1  汉字识别和听写的发展轨迹不同, 二者均

存在补偿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了一、二年级儿童的汉字识别为

线性发展趋势, 这与已有 3 个时间点的追踪结果

(回懿 等, 2018)一致。教学要求可能是汉字识别线

性增长的原因之一。根据小学语文(人教版)的汉字

识别要求, 4 个时间点分别要求学生会认 400、550、

450、400 个汉字, 可见识字量的增长约在 400 到 500
之间, 基本是以相同的速度在发展。但是, 听写的

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表明听写是非线性发展的

趋势。4 个时间点在斜率上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1、

1.33、1.77, 可以看出第一到第二时间点的发展速度

较快, 第二到第三时间点的发展速度和第三到第四

时间点的发展速度相当 , 呈现一种先快后慢的趋

势。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和儿童在一、二年级所学的

汉字特点及学习特点有关。在一年级儿童写的能力

发生了从无到有的质的转变, 前两个时间点为一年

级, 这一时期主要掌握独体字, 一方面独体字较为

简单, 适合儿童利用机械记忆高效掌握, 另一方面

字词的掌握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教学任务。基于上述

两点, 儿童在前两个时间点的听写能力发展较快。

而从二年级开始儿童学到的合体字增多, 合体字笔

画相对多、构形复杂, 掌握起来相对困难, 儿童需

要付出比独体字更大的努力来学习。加之这一时期

儿童不仅学习字词而且开始诵读简短的文本, 增加

了文本学习任务, 这就使得后两个时间点的听写能

力发展速度比一年级初时的发展速度慢。此外, 汉

字识别和听写二者发展轨迹的不同可能是因为二

者 不 同 的 加 工 机 制 所 致 (Verhoeven & Carlisle, 
2006)。汉字识别是由字形刺激提取语音和语义的

过程(Ehri, 2000; Verhoeven & Perfetti, 2011), 而听

写是由语音、语义的刺激提取字形的过程(张大成 
等, 1999)。相对而言, 汉字识别任务比听写任务简

单, 因此二者的发展轨迹不同。 
  

表 3  各预测变量对汉字识别和听写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的预测作用 

截距 斜率 
预测变量 

β SE β SE 

一般认知能力 T1 0.14/0.11 0.08/0.13 0.14†/0.21 0.08/0.41 
语音意识 T1 0.10/0.03 0.09/0.14 0.17*/0.04 0.09/0.29 
正字法意识 T1 0.05/0.22  0.12/−0.13 0.09/0.32 
同音语素意识 T1 0.40***/0.01 0.07/0.12 0.28***/0.19 0.08/0.41 
复合语素意识 T1 0.14*/0.06 0.06/0.10 0.25***/0.06 0.07/0.26 

注：T1：第一时间点; *** p < 0.001; * p < 0.05; † p < 0.10。斜杠之前为汉字识别的系数, 斜杠之后为听写的系数。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第 5 期 李利平 等: 小学低段汉字识别和听写的发展轨迹：语素意识的预测作用 629 

 

同时,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了汉字识别和听写的

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支持了

汉 字 识 别 和 听 写 发 展 的 补 偿 效 应 (Walczyk & 
Griffith-Ross, 2007)而非马太效应(Bast & Reitsma, 
1998; Stanovich, 1986)。补偿效应显示了个体差异

随着儿童的发展呈缩小趋势, 说明起始水平低的儿

童后期发展速度较快。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结果

(Carreker et al., 2007; Kempe et al., 2011; Pfost et al., 
2012)并不一致, 这可能和语言特征有关。Carreker、
Kempe、Pfost 等的研究是以拼音文字的儿童为研究

对象, 相对汉语而言, 拼音文字具有形−音对应规

则, 在起始点时一旦掌握规则就有利于在后期字词

学习中运用, 而汉语的透明度相对较低, 儿童在字

词学习中所能运用的规则较少, 后期的字词学习与

前期已学的字词关系较远, 就造成了起始点水平并

不促进后期发展的速度。本研究在字词的读写上没

有支持人们经验中“不能让儿童输在起跑线上”的

观点。这可能是因为：第一, 语言技能不同层面的

高 低 限 制 程 度 不 同 , 字 词 的 读 写 属 高 限 制 技 能

(Paris, 2005), 因字词的范围、数量有限, 儿童可以

在短时间内掌握, 起点低的儿童后期的提升速度快, 
而起点高的儿童后期提升空间较小, 在字词读写技

能方面个体间差异随时间会不断缩小。第二, 学校

教育环境和资源加速了起始点读写落后儿童的学

习和成长。已有研究(张启睿, 边玉芳, 王烨晖, 苑

春勇 , 2012)发现学校教育环境和资源是学生学业

成就的重要预测变量。起始点落后的儿童在接受了

学校教育后, 潜在的学习能力得到开发和发展, 进

而学习技能得到迅速提升。第三, 起始点落后的儿

童虽然在客观知识的掌握上初始水平较低, 但他们

在非认知因素上可能准备较好, 如他们比起始水平

高的儿童有更强的学习动机、更浓的学习兴趣, 在

同伴关系、生活习惯上处理较好, 能快速适应小学

生活方式(马健生, 陈元龙, 2019), 这些非认知因素

促进了后期学业的快速发展。 
4.2  语素意识对汉字识别和听写发展的影响作

用不同 
有条件的潜变量增长模型显示了儿童初始的

同音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促进了汉字识别的

起始水平和后期的发展速度, 这和已有横断研究结

果(Apel & Lawrence, 2011; Shu et al., 2006)一致, 
说明语素意识不仅在共时性中解释了某个时间点

的汉字识别, 而且在历时性中也促进了汉字识别后

期发展速度。如果儿童具有较好的同音语素意识, 

能更好地分辨相同发音字词的不同意义, 在心理词

典 中 就 能 更 加 高 效 地 表 征 字 词 的 语 音 和 语 义

(Perfetti, 2007), 这种高效的字词表征促进了汉字

识别能力的发展。随着儿童字词经验的增加, 他们

会把字放在词的背景下进行学习, 以便更好地理解

字义。复合词为儿童理解字义提供了背景, 复合语

素意识是要求儿童根据提供的场景或问题, 分析、

选择、使用正确的语素, 利用语素的组合规则形成

合适的复合新词, 体现了儿童对字词语素的分析能

力 。 语 素 的 分 析 是 学 习 新 词 意 义 的 一 种 方 法

(Carlisle, 2010; Verhoeven & Perfetti, 2011), 复合

语素意识能够帮助儿童通过分析词的内部结构来

学习和理解新词 , 例如“剪刀”, 如果儿童不熟悉

“剪”字但熟悉“刀”, 根据熟悉语素和组合规则, 他

们就能推测出“剪刀”是代表刀一类的物品。在新词

的背景下, 儿童扩充了字词量, 促进了后期字词掌

握的速度。然而, 回懿等人(2018)研究结果显示复

合语素意识并未显著预测汉字识别的发展速度, 可

能是因为回懿等人最后测查的时间点是二年级初

始, 而本研究最后测查的时间点是二年级后半学期, 
追踪时间的不同所致, 但这一点还有待将来的研究

进一步验证。 
此外, 本研究结果显示了第一时间点的语素意

识对听写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均没有显著预测

作用。这表明听写的成绩可能不受儿童初始的语素

意识影响, 原因可能和儿童的年级发展有关。一年

级多是相对简单的独体字, 直接的机械记忆和提取

相对容易便捷, 无需利用语素分析。而随着时间的

发展儿童所学汉字结构开始变的复杂, 儿童个体之

间的发展差异开始变大, 这时语素意识的影响可能

就 会 增 大 。 低 年 级 阶 段 听 写 的 机 械 提 取 占 主 导

(Bialystok, McBride-Chang, & Luk, 2005), 到了高

年级阅读相关认知技能相对成熟, 在听写中儿童可

能就会应用这些技能, 因此随着儿童语言经验的增

加, 语素意识可能对听写的影响作用会更大(Nunes, 
Bryant, & Bindman, 1997)。汉语的拼写错误分析研

究(Shen & Bear, 2000)也表明, 儿童在低年级较少

使用语义策略, 随着语言经验的增加才逐步开始在

听写过程中使用。由于本研究是从一年级初到二年

级末的 4 个时间点的追踪, 可能会存在低年级语素

意识对听写发展速度没有显著影响, 到了中、高年

级段语素意识与听写发展速度的关系会比较密切。

此外, 虽然已有研究(Apel et al., 2012; Deacon et al., 
2009; Pittas & Nunes, 2014)显示了语素意识对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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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点上静态的听写水平的预测, 但是本研究结果

显示语素意识并不预测听写的发展轨迹, 听写的发

展轨迹可能受其他因素(如记忆、动机、阅读量等)
的影响。 

尽管本研究得出了较有意义的结果, 但也存在

一些不足。首先, 样本量较小。本研究发现汉字识

别的发展轨迹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 但受限于样本

量无法进行类别分析。大样本的研究可以对发展差

异进行分类研究, 在现实中针对不同发展类别的儿

童实施不同的教学策略会更有意义。其次, 追踪的

时间较短。两年 4 个时间点的追踪仅仅刻画了儿童

一、二年级的发展状况, 起始水平对儿童二年级以

后的发展影响可能更具有实践意义。最后, 本研究

仅着眼于语素意识的影响, 实践中可能还会有其他

重要的因素如家庭环境、学习兴趣等对儿童读写的

影响,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 

5  结论 
(1)汉字识别呈线性发展趋势 , 听写呈先快后

慢的非线性发展趋势, 二者均存在补偿效应;  
(2)同音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显著影响汉

字识别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 但对听写的起始水

平和发展速度均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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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on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dictation  
in low-level g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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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dictation are two important skills for literacy at the word level. Because Chinese is a 

logographic script and characters are visually complex, reading and spelling character are more difficult than learning 
alphabet language.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dictation in Chinese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Many 
cross-sectional researches investigated how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ontributed to logographic and alphabet language 
learn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dictation. However, few studies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dictation over time. 

The present four-wa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wo Mandarin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for two 
years, with a sample consisting of 127 first grade students. A battery of measures, including nonverbal IQ, phonological 
awareness, orthographic awarenes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homophone awareness, compound word production) 
were administered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dictation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The analysis included an unconditional latent growth model to examine the growth trajectory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dictation, and a conditional latent growth model to examine the contribution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to the growth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dict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unconditional latent growth model showed that: (1)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showed linear growth it grew at a constant spee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dictation showed 
non-linear growth, and the growth took place at a fast pace in the beginning and at a slower pace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stead of Matthew effect, a compensation effect existed in both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dict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standardiz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intercept and slope for character recognition was –0.33 
significantly, and for dictation was –0.89 significantly. (2) Homophone awareness and compound word production 
predicted significantly the children’s initial level (β = 0.40, p < 0.001; β = 0.14, p < 0.05 respectively) and the growth 
rate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β = 0.28, p < 0.001; β = 0.25, p < 0.001 respectively), but not the growth rate in dictat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growth trajectories were different for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dictation, and 
the later growth rates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dictation were not decided by initial growth levels. The role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was more significa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than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ctation from Grade 1 to Grade 2. 
Key word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di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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